
目前，有关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评价方法与体系[1]、驱动力因子[2]以及时间尺度[3-5]和空

间尺度两大角度上，从空间范围关系上又可以将耕地

集约利用研究大致划分为全国 [6-7]、省域 [8-9]、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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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背景下，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索其驱动因素，提出差异

化的管控政策建议，有助于提高耕地集约利用度，为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决策参考。选择长江

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以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从4个准则层出发搭建了集约度评价体系，分析了耕

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识别出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后采用地理加权

回归（GWR）模型探索显著驱动因子的时空格局和演化路径。结果表明：①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耕地集约度呈现先升后

降，再次上升并逐渐平稳发展的变化趋势。从空间分布上看，耕地集约度呈现“西低东高”的特征，集约利用水平多以不集约或

低度集约为主，耕地资源集约潜力仍有待开发；②流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表现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上游地区的集约度一直处于极低水平；③驱动力演化类型以复合驱动型为主，影响耕地集约度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

空间异质性。“垦殖系数→双重因素→劳均产量”以及“劳均产量→双重因素→地均机械总动力”是典型的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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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 to step up conserv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top its over development” , study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exploring their driving

factors, as well as proposing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ill help improve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gree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study area, us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ata from 2005 to 2020, we

constructed an intensive util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four criteria layers, and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Then, we used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odel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factors, and use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se significant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from 2005 to 2020, the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ed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then decreasing, and finally rising again and stabilizing. Spatially, the intensity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showed a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east” characteristic, with the utilization level mostly being either non-intensive or low-intensive,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nsive

potential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remains to be developed. ②At the watershed scale, the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s overall characterized by downstream regions > midstream regions > upstream regions, with the upstream regions

consistently exhibiting extremely low levels of intensity. ③The driving force evolution mainly follows a composite driving patter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show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Land reclamation coefficient→dual factors→

labor productivity”and“Labor productivity→dual factors→total mechanical power per hectare”are typical evolutionary paths.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GWR, driving factor

引文格式：李荆荆,邓惠芬,曹震华,等. 基于GWR的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时空演变研究[J].地理空间信息, 2025, 23(8):39-44. doi:10. 3969/j.
issn. 1672-4623.2025.08.008

Aug., 2025
Vol.23, No.8

地 理 空 间 信 息
GEOSPATIAL INFORMATION

2025 年 8 月
第23卷第 8 期

项目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37422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2511366）。
第一作者简介：李荆荆（1982—），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自然资源政策，E-mail：22271257@qq.com。

通信作者：彭竞毅（1999—），硕士，研究方向为耕地利用保护，E-mail：734461620@qq.com。



地理空间信息 第23卷第8期

群[10]、流域[11]等宏观尺度，中小城市[12]、县域[13]等中观

尺度和乡镇、村庄[14]、地块[15]等微观尺度的3个层次。

在耕地利用评价方法方面，多运用 PSR 模型 [16-18]、

AHP层次分析法 [19]、能值法 [5]等数理模型对耕地集约

度进行量化和测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18]、GWR模

型[20]等探索影响耕地集约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耦合

协调度评价模型、聚类分析法[21]、回归分析法等进行

耕地集约利用的变化分析。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采用OLS模

型、GWR模型等方法，对耕地集约度显著驱动力的演

化路径和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定量分析，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1 研究方法

1.1 耕地集约利用度指标体系构建

1.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

多因素综合评估技术是指根据特定的任务和方法，把

评估因素根据合理的评估模式加以计量和整合，转换

成一种能够体现整体状况的综合指数，从而达到评估

效果的一项量化技术。

Ui =å
i = 1

n

Iij ´Wj （1）
式中， Ui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综

合指数，简称“集约度”； Iij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在第 j

个指标上的标准化值；Wj 为第 j 个指标的指标权重值。

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用性和有效

性，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和持续状

况 4个准则层出发，收集相关影响因素共 11个指标，

（指标层为：地均机械总动力，地均化肥施用量，地

均耕地电力投入，地均农业从业人数，耕地平衡指

数，垦殖系数，地均产值，劳均产量，粮食单产，人

均耕地面积，农业供养指数），建立耕地集约利用评

价指标体系。

1.1.2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不一致，本研究采用

离差标准化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Yi =
Xi -min{Xj}

max{ }Xj -min{ }Xj

1 £ j £ n （2）
1.1.3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选用了均方差决策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

算步骤如下：

1）求取标准化值的均值：

Ej =å
i = 1

n Zij

n
（3）

式中， Zij 为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Ej 为 Zij 的均值。

2）计算均方差：

σj = å
i = 1

n

( )Zij -Ej

2
（4）

式中， σj 为 Zij 的均方差。

3）计算权重：

Wj =
σj

å
j = 1

m

σj

（5）

式中，Wj 为第 j 个指标对应的权重。

1.2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最小二乘法选择一组解释变量

的线性函数参数，使各点到直线距离的平方和最小。

其计算公式如下：

yi = β + å
k = 1

n

βk xik + εi （6）
式中， yi 为空间 i 位置因变量 （耕地集约利用水

平）； β 为二乘法空间截距； βk 为第 k 项自变量（驱

动因子）的回归系数； xik 为第 k 项自变量（驱动因

子）在空间 i 位置的取值； εi 为算法残差。

1.3 地理加权回归（GWR）

研究选择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评估驱动因

子在空间层面上对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机

制，可以用来探究被解释变量与几个自变量之间的空

间关系。其评价公式如下：

y( )u = βo( )u + å
k = 1

p

βk( )u ´Xk( )u + ε( )u （7）
式中， βo( )u 为截距项； βk( )u 为第 k 个协变量的回归

系数； Xk( )u 为位置 u 的第 k 个协变量的值； p 为回

归项的个数； ε( )u 为位置 u 的随机误差项。

2 研究区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大部分以高原、山地、丘陵

和盆地为主（图 1）。耕地、生态用地储备丰厚，耕

地面积约 4 500万 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3.4%。

此外，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

总体而言，上游自然资源丰富，生态敏感，人口贫困

程度较高；下游较为发达，人口密度较高，压力较

大。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粮食安全、生态系

统退化、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区域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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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挑战。随着《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纲要（2016）》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已成

为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该纲要倡导的是绿色发

展，而不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审图号：GS（2025）2603号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和地理信息

数据。其中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21年）、研究区域内各省（市）统计年鉴（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2006—2021年）。空间地理数据来源

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
3 结果与讨论

3.1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格局分析

3.1.1 省域尺度

3.1.1.1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间变化特征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耕地集约度总体上经

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次上升后平稳发展等阶段，在

所研究的时间段内耕地利用集约度计算出的各省市平

均值分别为 0.331（2005年）、0.358（2010年）、0.371
（2015年）和0.387（2020年） 。各省市的集约度变化

趋势可概括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5—2011年，

集约度在此阶段为上升趋势；第二阶段是2011—2014
年，集约度为下降趋势；第三阶段是 2014—2020年，

集约度再次上升后基本保持平稳状态。

3.1.1.2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

耕地集约利用具有空间上分异特征，长江经济带

2005—2020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上可以概括为

高度集约[0.8，+∞]、中度集约(0.5，0.8)、低度集约

(0.3，0.5)以及不集约[0，0.3]，根据该分类标准，制

作耕地集约度空间分异图，探讨其耕地利用集约度的

时空格局特征，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耕地在空间上呈现出

了“集约度局部连片”的特征，从 4个时间节点来

看，2005年大部分省（市）为低度集约水平，仅贵州

省和云南省耕地利用不集约。2010年不集约的地区有

云南省，重庆市，浙江省，其他地区均为低度集约。

2015年江苏省成为研究区域内唯一一个中度集约地

区，此外，与 2010相比，贵州省再次成为不集约地

区，其他地区仍属于低度集约地区。2020年，江苏省

依旧是长江经济带仅有的中度集约地区，而上海市于

4个时间节点中首次成为不集约地区。

2005—2020年，江苏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相对其他

地区有较大程度提升，上升了 0.174，湖南省和安徽

省的集约度也有一定程度增长，增长数值分别为

0.122和 0.105。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上海市是仅有

的集约度最终下降的地区，下降数值为 0.035，从低

度集约降低到了不集约形态。2005—2011年，江苏

省、上海市、安徽省有较大幅度上升，除浙江省、重

庆市略有下降之外，其他省（市）均有小幅度上升。

2011—2014年，除湖南省、重庆市、江苏省有所上升

之外，其他各省（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14—
2020年，除上海市发生了下降之外，其他地区均有提

升。综合来说，长江经济带各省 （市） 集约度在

2014—2020年这个时期趋向稳定；浙江省、重庆市、

云南省、贵州省在该研究期间内多次处于不集约，而

江苏省多次处于中度集约程度，从空间上看，华东与

华中地区耕地集约度较为良好且稳定，而西南地区耕

地则集约程度较低。

3.1.2 流域尺度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所划分的“三级”：长

江下游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上游成渝城

市群，将长江经济带流域划分为下游、中游、上游三

个区域。将研究期间划分为 2005—2010年、2010—
2015年、2015—2020年3个区间，计算各时间区间各

大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结果如图3所示。

具体而言，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和 3
个分流域在各个时间区间内的耕地集约度平均值均随

李荆荆等：基于GWR的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时空演变研究

图2 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异图

审图号：GS（2025）26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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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而递增，上游地区耕地集约度处于 [0.270 5，
0.345 9]，中游地区耕地集约度在[0.339 0，0.431 9]，
而下游地区耕地集约度在[0.347 4，0.423 7]。同时，

与长江全流域相比，上游地区的集约度一直处于极低

水平，上游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较为落

后，同时地理条件对于耕地集约利用有所限制，因此

应给予高度重视。

3.2 耕地集约度的驱动因素

3.2.1 驱动因素初步选择

指标间的共线性可能导致模型参数估计不准确，

模型拟合结果精度较差。因此，在将表 1中的驱动力

输入OLS和GWR模型之前，必须进行共线性诊断。

根据本次诊断，11个驱动因素的VIF值均小于7.5，未

发现共线冗余。因此，将驱动因素输入OLS和GWR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选择显著性强、无多重共线性的因素输入

GWR模型，结合OLS回归结果得到3个时段的显著驱

动力（表 1），所有指标均通过 p < 0.05的显著性检

验。为了提高驱动力分析的精度，利用GWR模型生

成的显著因子回归系数讨论了空间异质性。

表1 不同时间段的显著驱动因子

时间段

2005—2010年

2010—2015年

2015—2020年

显著驱动因素

垦殖系数

劳均产量

粮食单产

人均耕地面积

劳均产量

地均机械总动力

3.2.2 驱动力的演化路径分析

3.2.2.1 三个时期的主导因素

2005—2010年，研究区域主要受垦殖系数影响，

涉及5个省（市），包括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安

徽省和江西省，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市）临海，耕

地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地区内拥有较大的耕地比例

比劳均产量更能增加集约水平。而重庆市、四川省、

云南省、贵州省的劳均产量对耕地集约度的影响较

大。同时，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垦殖系数和劳均产量共

同影响耕地集约度（图4）。

图4 2005—2010年耕地集约度显著驱动因子分布图

审图号：GS（2025）2603号

具体而言，研究区域西部地区 （重庆市、四川

省、云南省、贵州省）垦殖系数与耕地集约度呈负相

关关系。从华中地区开始，回归系数绝对值由中部向

东北逐渐增大，最大值集中在华东沿海地区，包括江

苏省、上海市。劳均产量的回归系数与耕地集约度呈

正相关关系（图4）。西部山区耕地比例受地形轻微限

制而农业从业人员少，东部平原耕地资源状态好，产

出水平高，城镇化水平高，促使耕地趋向集约利用。

劳均产量的回归系数自东向西增大，呈现正相关关

系。同时，云南省耕地集约度受劳均产量影响程度最

大。四川省在西南地区中具有最高水平的劳均产量，

因此耕地集约度受劳均产量影响程度也较大。

图5 2010—2015年耕地集约度显著驱动因子分布图

审图号：GS（2025）2603号

2010—2015年（图5），人均耕地面积数量占主导

的地区包括湖南省、浙江省、贵州省。由粮食单产水

平和人均耕地面积数量共同带动的地区包括湖北省、

江苏省、安徽省等8个省（市）。在此时间段内，粮食

单产水平对耕地集约度的影响一直低于人均耕地面积

的影响，使得研究区域呈现人均耕地面积数量或 2种
因素共同主导的态势。

具体而言，粮食单产水平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

关。同时，粮食单产回归系数和人均耕地面积回归系

数均呈现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的变化规律，这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长江经济带沿线的自然资源状况差异，

图3 流域尺度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值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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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较为平坦，而长江经济带上、中

游地区地形地貌更加多样，耕地资源较为匮乏，并且

耕地利用方式以粗放为主，其粮食总产量也相对较

低，因此耕地集约度也处于较低水平。

2015—2020年（图6），研究区域驱动因素分化有

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主要受地

均机械总动力影响，包括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

云南省和贵州省，而东部地区主要受劳均产量影响，

包括湖南、浙江等6个省（市）。

具体来说，劳均产量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关，回

归系数由西南向华东地区不断增大，说明劳均产量对

耕地集约度的贡献作用由西向东不断增强。浙江省、

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回归系数较高，说明劳均产量对耕

地集约度的贡献作用较强。地均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集

约度也呈正相关，该因素下的回归系数以西南地区，

如四川省、重庆市和云南省最为显著，而华东临海地

区则相对较低。

3.2.2.2 进化类型和路径分析

根 据 2005—2010 年 、 2010—2015 年 、 2015—
2020年不同省（市）显著因子的影响程度，采用自然

断点法将显著因子回归系数分为 7个水平。结合 3个

时期主要驱动因素的变化，将 3个时期中曾受过双重

因素影响的划分为复合驱动型；将 3个时期中皆为单

一显著驱动因子影响的情景划分为单调驱动型，进而

得出省（市）的最终演化类型和演化路径（表2）。
由表 2可知，复合驱动型是研究区占主导的演化

类型，浙江省和贵州省则为单调驱动型。具体而言，

在复合驱动型中，垦殖系数→双重因素→劳均产量的

演化路径是最具代表性的，共有4个省（市）符合该条

路径，分别为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江西省，且均

分布于华东地区，这说明华东地区影响耕地集约度的方

向从自然状况与耕地资源禀赋逐渐过渡到耕地的产出效

益（如粮食生产总量）与可持续性，再逐步过渡到农业

从业人口比例等方面。其次，劳均产量→双重因素→

地均机械总动力的路径也较为显著，符合该路径的3个
省（市）均分布于西南地区。华中地区湖南省的主导

驱动力由2005—2010年的垦殖系数和劳均产量共同影

响转变为2015—2020年的劳均产量显著影响，具有一

定的间隔波动性。湖北省的显著驱动因子较为复杂，

从前2个时期的双重因素影响转化为最后一个时期的

以地均机械总动力为主导驱动力，说明耕地集约度的

影响重点从自然资源状态转向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

3.3 政策建议

1） 长江上游及中游地区应强化对政策、资金、

要素方面的支持。重点健全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综合补

贴制度，激励农户增加对资金、农机、化肥、技术等

要素的投入，引导农业劳动人口向专项技术人才转型

发展，加强农业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机械化

的投入水平，提升耕地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水

平，促进耕地利用由传统粗放经营向现代化、集约化

转型；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等政策措施，减少耕地

细碎化，提升耕地质量和稳定生产能力，促进耕地的

集约高效利用。

2）长江下游地区应侧重在科技研发、政策完善

方面进行突破创新。重点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对

农业科技研发和科技研发人员培养的投入力度，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农业、生物农业等关键核心领域的

技术攻关，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农业农村科技等方面人才培养，以农业科技创新

助力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加强耕地用途管制，积极探索生态保护横向补偿机

制，引导构建耕地“三位一体”的保护利用体系，提

高耕地集约利用效率和生态保护效率，实现长江经济

带地区耕地保护及利用向绿色生态转型，进一步落实

图6 2015—2020年耕地集约度显著驱动因子分布图

审图号：GS（2025）2603号

李荆荆等：基于GWR的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时空演变研究

表2 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度的驱动因素演变

演化路径

复合驱动
型

单调驱动
型

省（市）数量

4

3

1

1

1

1

省（市）名称

江苏省、上海市、
安徽省、江西省

重庆市、四川省、
云南省

湖南省

湖北

浙江省

贵州省

演化

垦殖系数→双重因素
→劳均产量

劳均产量→双重因素
→地均机械总动力

双重因素→人均耕地
面积→劳均产量

双重因素→双重因素
→地均机械总动力

垦殖系数→人均耕地
面积→劳均产量

劳均产量→人均耕地面
积→地均机械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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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求。

4 结 语

本文以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共 9个省份 2个
直辖市的社会经济数据及空间数据为基础，分析其耕

地利用集约水平和空间异质性。得出相关结论：

1）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耕地集约利用总

体水平呈现先升后降，再次上升并逐渐平稳发展的趋

势。在省域尺度上，耕地集约度变化趋势可划分为上

升趋势、波动变化以及相对稳定3种。

2）在不同时期，影响耕地集约度驱动因素存在明

显的空间异质性，可分为不同的演化类型和演化路径。

3）在驱动因子演化路径方面，在研究区，复合

驱动型普遍成为主导演化类型，浙江省和贵州省为单

调驱动型，从演化路径看，“垦殖系数→双重因素→
劳均产量”以及“劳均产量→双重因素→地均机械总

动力”是典型的演化路径。

综上上述，长江经济带耕地集约利用度受自然因

素 （地形地貌、光热水文等）、人口因素 （劳均产

量、非农人口等）、经济社会因素（机械化水平、劳

动力素质等）和政策因素影响。上游因地形复杂、经

济落后，集约度低；下游因经济发达、机械化投入

高，集约度高。GWR模型分析显示其驱动机制存在

空间异质性，为区域土地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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